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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水—能源—粮食系统
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

王 勇，孙瑞欣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大连 116025）

摘要：将土地因素引入水—能源—粮食系统，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 2005—

2018年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空间尺度上来

看，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用地由中心向四周扩散；从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格局来看，耕地和建

设用地面积分别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和增长趋势。（2）将土地纳入水—能源—粮食系统降低了

京津冀城市群大多数城市水—能源—粮食系统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3）土地与水—能源

—粮食子系统组成的两要素系统的协调水平会进行叠加或抵消进而影响水—能源—粮食—土

地系统耦合协调度。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京津冀城市群在考虑水、能源、粮食协调发展的同

时，应考虑土地对水—能源—粮食系统整体及内部子系统的影响，根据城市自身资源优势合理

配置资源、优化产业布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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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能源和粮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水—能源—粮食之间存在

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基于单一资源很难实现水—能源—粮食资源系统的协同优化管

理、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应从多要素、多系统和多区域集成的视角对水—能源—粮食

资源进行系统管理，有助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1]。2011 年，在德国召开的“波恩会

议”首次提出“水—能源—粮食”纽带概念，指出水资源、能源、粮食之间存在复杂的

关系，单一资源无法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需要将水资源、能源、粮食联系起来

并考虑与气候变化、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2]。学者们对水—能源—粮食的研究从三要素

到多要素关联关系，分析资源的利用、空间分布、经济社会发展等对关联关系的影响。

土地是承载水、能源、粮食等资源及其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对水、能源和粮

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将土地因素纳入水—能源—粮食分析框架。能

源的开采、加工和粮食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和土地；水和粮食的加工、处理、

运输等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能源和粮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导致地下水资

源被污染；土地为水资源、能源的存储和粮食的种植提供土地条件和场所[3]。水资源匮乏

将导致能源开采量减少、粮食产量下降，导致处理水可利用的能源减少，粮食中的虚拟

水总量减少。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建设用地与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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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日益突出[4]；土地利用方式不断变化，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的耕地和能源来满足日益

增长的对粮食和能源的需求。当对粮食的需求量增加时，人们会增加粮食作物的种植，

对水资源和土地的需求增加，减少种植能源作物[5]。当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时，增加了对

能源的消耗，同时占用更多的耕地面积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耕地资源的分布也制约

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6]。对土地

需求的不断增大，导致水域面积缩

减，形成水资源日趋紧张的局势；

能源和粮食生产加工过程中导致的

污染和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残留

经过降水、灌溉、水循环等环节流

入深层土壤，造成土壤污染、盐碱

化，降低土地利用效率。土地利用

变化对水、能源、粮食作用机制如

图1所示。

目前学术界对水—能源—粮食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揭示水—能源—粮食系统间的关系。米红等[7]运

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仿真模拟了未来水—能源—粮食的需求规模，并运用灵敏度分析研究

了保证水—能源—粮食安全的有效方案，进而提出了相关建议措施。李桂君等[8]利用“资

源整合观”构建水—能源—粮食关联关系基本框架，优化水、能源、粮食资源合理配

置。白景锋等[9]通过构建水—能源—粮食系统压力指数并引入空间回归分析模型，对水—

能源—粮食系统压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李良等[10]通过构建耦

合模型量化了水—能源—粮食系统的压力与污染，并建立了风险传导与调节反馈机制，

为基于水—能源—粮食关联的区域环境风险管控提供了科学依据。赵良仕等[11]采用Logis-

tic曲线、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中国水资源—能源—粮食耦

合系统进行安全评价及空间关联分析。彭少明等[12]引入协同学原理构建水—能源—粮食

整体分析框架，提出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优化布局方案。张洪芬等[13]通过构建水—

能源—粮食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京津冀地区水—能源—

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化特征，发现京津冀地区水—能源—粮食系统的耦合协

调度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李成宇等[14]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

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Lee等[15]以

大气环流模式作为气候变化情景，评估气候变化和灌溉管理对以粮食为中心的水—能源

—粮食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White等[16]利用跨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方法评估水、能源、粮

食等资源和环境产出的竞争需求。Govindan等[17]基于马尔科夫决策过程讨论提高高风险

条件下水—能源—粮食关系的弹性，将水—能源—粮食系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及关联

的风险考虑在内。

另一方面是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对水—能源—粮食系统的影响以及对

系统内部子系统间的影响。李桂君等[18]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评估外部因素对水—能源—

粮食的影响，并预测水—能源—粮食未来的发展趋势，发现能源系统是现阶段提升综合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突破口。Slorach等[19]将健康、土地、生态系统、畜禽粪便等作为要素

图1 土地利用变化对水、能源、粮食作用机制

Fig. 1 Effe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water, energy and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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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子系统，通过生命周期评估估算环境影响，将生命周期的影响分配到水—能源—粮

食—健康关系中，进而评估对四要素的总体影响。Shi等[20]通过贝叶斯网络减少水—能源

—粮食—生态关系间的不确定性并有效地测量系统间的因果关系。Heuvel等[21]从生态系

统服务概念的角度分析了瑞典的水—能源—粮食—土地—气候间的联系，以深入了解各

联系之间的相互作用。Li等[22]研究了不确定条件下土地和畜禽粪便与水—能源—粮食共

同作用下农业系统可持续生物能源生产的优化评估方法，以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Chai等[23]通过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定量分析水—能源—粮食—经济—社会—环境的因果

关系并对水—能源—粮食的需求进行预测，要素更加全面，将更多的因素考虑在内。

通过梳理文献可见，国内外关于水—能源—粮食的研究多以定量研究为主，主要集

中在研究三者相互关系，但问题是，土地对水—能源—粮食系统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明

确。基于此，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探讨土地纳入水—能源—粮食系统后对新

的系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是否存在显著影响；二是探讨土地—水、土地—能源、土地

—粮食等三个两要素系统对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产生怎样的影

响。具体地，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京津冀城市群2005—2018年土地利

用变化对水—能源—粮食系统及内部子系统的影响，以期为京津冀城市群合理规划土地

利用布局，协调水、能源、粮食、土地等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

革指导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2019年京津冀城

市群城区面积为25359 km2，常住人口为11308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为84580.08亿元，占

全国GDP的比例为 8.54%。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用水总量为 252.4亿m3，水资源总量为

146.2亿m3，占全国用水总量和水资源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19%和0.5%。能源消耗总量为

50043.06万 tce，一次能源生产量为12703.66万 tce，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生产总量

的比例分别为10.28%和3.2%。粮食生产总量为3991.25万 t，占全国粮食生产总量的比例

为6.01%。京津冀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导致水、能源、粮食资源的供需不平衡以及资源的不

合理配置，降低资源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评估土地对水—能源—粮食系统整体及其

内部子系统的关系，对京津冀城市群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1.2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测度

基于现有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研究成果[24]，本文利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土地利

用程度等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的土地资源数量、空间变化以及土地利用类型组合的变化。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是指研究区在一定时期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情况，用来

表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速度和变化幅度[25]，其表达式为：

K =
Ub -Ua

Ua

× 1
T

× 100% （1）

式中：K表示与T时间段对应的某类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率；Ua 、Ub 分别为初期、末期

某类土地利用类型总面积（km2）；T为计算时间段。K取正值代表土地面积增加，负值反

之。动态度的绝对值代表土地利用变化的程度，值越大变化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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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程度不仅反映土地利用本身的自然属性，也反映了土地系统中人类因素的

影响。参考庄大方等[26]、何改丽等[27]提出的土地利用程度分级原则和表达式，土地利用

程度综合指数表达式为：

UINDEX = 100 ×∑
i = 1

n

Ai × Ci （2）

式中：UINDEX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用以反映土地利用程度的高低； Ai 为第 i级

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Ci 为第 i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面积百分比（%）；n为土地利用

分级数。具体分级赋值为：未利用地分级指数为1，林地、草地、水域的分级指数为2，

耕地的分级指数为3，建设用地的分级指数为4。

1.3 耦合协调度模型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典型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原则，参考已有研究成果[11,13,14,28]，根据不同子系统特点，从不同角度选取合适且能充分

衡量各子系统的指标。从总量、结构、效益等角度选择水资源、能源子系统的指标，从

生产、流通、消费等角度选取粮食子系统指标。参考张明斗等[29]、田俊峰等[30]的研究，

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角度选取衡量土地系统的指标，构建京津冀城市群水—能源—

粮食—土地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由于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

正负取向均存在着较大差异，为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需要对所收集的原始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因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存在差异，所以不同地区同一指标具有不

同的权重。为消除主观赋权等因素的偏差，采用熵权法测度各指标权重。根据相关研究

成果 [13,14,28]，计算水、能源、粮食、土地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具体表达式为：

W ( )x =∑
α = 1

8

wα Xαt （3）

E( )y =∑
β = 1

5

wβYβt （4）

F ( )z =∑
γ = 1

9

wγZγt （5）

L( )p =∑
η = 1

6

wηPηt （6）

式中：W ( )x 、 E( )y 、 F ( )z 、 L( )p 分别为 t年水、能源、粮食、土地子系统的综合评价

指数； wα 、 wβ 、 wγ 、 wη 分别为水、能源、粮食、土地子系统内各指标的权重； Xαt 、

Yβt 、 Zγt 、 Pηt 分别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研究系统间的互动程度和发展水平。耦合度是描述系统或要

素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度只能说明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无法真实反映

出系统或要素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在多个区域对比研究的情况下，很难反映出区域的整

体“功效”与“协同”效应[31]。耦合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协调状

况好坏的定量指标。因此本文用耦合度判别水、能源、粮食、土地子系统之间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程度，用耦合协调度来评价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区域水—能源—粮食系

统、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32-34]。具体表达式如下：

C =
n u1 × u2 ×⋯ × un

n

u1 + u2 +⋯ + u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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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a1u1 + a2u2 +⋯ + anun （8）

D = C × T （9）

式中： un 为第n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C为耦合度，表示子系统间通过相互作用而

彼此影响的程度。C取值为 [0, 1] 之间，C越接近 1，说明子系统间的耦合度越强，反

之，则越弱。当 0≤C≤0.3 时，处于低耦合水平；当 0.3<C≤0.5 时，处于拮抗阶段；当

0.5<C≤0.8时，处于磨合阶段；当0.8<C≤1时，处于高耦合水平。D为耦合协调度，表示

系统之间协调状况的好坏程度，参考廖重斌[35]研究，对D进行分类，具体为：当 0≤D≤
0.1时，处于极度失调状态；当0.1<D≤0.2时，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当0.2<D≤0.3时，处

于中度失调状态；当0.3<D≤0.4时，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当0.4<D≤0.5时，处于濒临失调

状态；当 0.5<D≤0.6时，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当 0.6<D≤0.7时，处于初级协调状态；当

表1 京津冀城市群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water-energy-food-land system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目标层

水子系统

能源子系统

粮食子系统

土地子系统

指标层

降水总量

人均水资源总量

生活用水占比

农业用水占比

人均用水量

生态用水占比

产水模数

万元GDP用水量

能源消费总量

人均能源消费量

能源工业投资

能源消耗强度

二氧化硫排放量

人均粮食产量

粮食单产

人口自然增长率

化肥负荷

机械动力

农用柴油使用量

受灾面积

粮食消费价格指数

粮食流动成本

人口密度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地均GDP

地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人均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单位

mm

m3/人

%

%

m3

%

万m3/km2

m3/万元

万 tce

t/人

亿元

t/万元

t

kg

kg/hm2

‰

t/hm2

kW/hm2

t

hm2

人/km2

m2/人

万元/km2

t/km2

m2/人

%

指标性质

正

正

正

正

负

正

正

负

负

负

正

负

负

正

正

负

负

正

负

负

负

负

负

正

正

负

正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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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D≤0.8 时，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当 0.8<D≤0.9 时，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当 0.9<D≤1

时，处于优质协调状态。T表示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a1、a2、a3、a4分别表示为水、能

源、粮食、土地子系统的权重，考虑到各子系统对耦合度的影响程度不同，根据相关研

究成果[11,13]，本文认为水、能源、粮食子系统具有同等重要性，土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类活动提供空间和相应的重要资源，是一切活动进行的基础，分析水—能源—粮食系

统、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时，取a1=a2=a3=0.3，a4=0.1。

1.4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

（http://www.resdc.cn/），空间分辨率为30 m，以Landsat TM/ETM、Landsat 8遥感影像数

据为主要数据源，通过人工目视解译获取，选取基于Landsat TM/ETM+获取的2005年和

2010年以及基于Landsat 8获取的 2015年、2018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根据中国科学院资

源环境数据中心的全国1∶10万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土地利用分类为六个一级地类，分

别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数据精度能达到90%以上[36,37]。

本文利用ArcGIS 10.2软件从四期土地利用数据汇总提取6种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作为分析

用地“竞争”的基础。国民经济发展数据主要来自历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河北省的各市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北经济年

鉴》《河北农村统计年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部分年份缺失数据利用年平均增长率进

行插补。

2 结果分析

2.1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

利用ArcGIS 10.2软件对京津冀城市群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进行栅格计算，

获取到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从图 2、表 2可以看出 2005—2018年京津冀城市

群建设用地增长迅速，造成耕地大量减少，尤其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大中型城市最

为明显。建设用地、林地面积增加；耕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面积呈现一定幅度的

减少，主要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京津冀城市群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以及“退耕还

林”等相关政策的实施。由表2可知，2005—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格局发生明

显变化，具体表现为：

（1） 2005—2018 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结构以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为

主，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占比较小。耕地面积占比从 2005年的 50.23%下降到 2018年的

45.38%，可以看出耕地面积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建设用地面积占比从 2005年的

8.97%上升为2018年的14.49%，可以看出建设用地面积呈现较为明显的扩张趋势；林地

和草地面积占比分别从2005年的20.72%和16.28%变化为2018年的21.18%和15.63%，可

以看出林地、草地面积变化较为平稳；水域、未利用地面积占比从 2005 年的 2.87%、

0.94%下降到2018年的2.59%、0.73%，可以看出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变化较为平稳，均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2）从土地利用动态度看，不同时间段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速度呈现不一

致性。① 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18年耕地面

积减少速度分别为 0.79%、0.29%、1.53%，速度呈现先减后增趋势。② 林地变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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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增加—减少—增加”的特征。林地面积增长最快的时段为 2015—2018年，面

积变化为 990.56 km2。③ 草地面积呈下降趋势。 2005—2010 年、 2010—2015 年、

2015—2018年草地面积的减少速度分别为 0.6%、0.13%、0.12%，可以看出速度不断减

小。④ 水域面积表现为“减少—增加—增加”的特征。2010—2015年、2015—2018年

水域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0.09%、0.51%，可以看出水域面积的增长速度不断提升。⑤ 建

设用地面积呈增长趋势。增长速度从 2005—2010 年间的 6.67%下降为 2010—2015 年间

图2 京津冀城市群2005年、2010年、2015年、2018年土地利用

Fig. 2 Land use map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n 2005, 2010, 2015 an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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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42%，再增长至 2015—2018年间的 4.40%，可以看出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表现

为“先减后增”的趋势。⑥ 未利用地面积表现为“减少—减少—增加”的特征。

2005—2010年、2010—2015年未利用地减少速度分别为 7.32%、0.03%，可以看出未利

用地面积的减少速度呈现降低趋势，2015—2018年未利用地增加速度为7.72%，可以看

出未利用地面积呈增加趋势。

2.2 京津冀城市群水—能源—粮食系统及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的耦合协调分析

2.2.1 京津冀城市群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根据式（3） ~式（9），计算京津冀城市群整体2005—2018年水—能源—粮食系统的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通过图3和表3分析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发展趋势及空间变化

特征。

从时间角度看，2005—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水—能源—粮食系统的耦合度值

在0.4~0.6之间呈现反复波动趋势。2005—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水—能源—粮食系

统的耦合协调度从2005年的0.165增长至2018年的0.195，增长率为18.14%，年均增长率

为1.6%，耦合协调度呈现先增后减趋势。其中2016—2017年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

耦合协调度从2016年的0.236下降到2017年的0.192，下降比率为18.64%。主要原因是京

津冀城市群整体水资源子系统中降水总量、人均水资源总量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水资

源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从 2016 年的

0.219下降至 2017年的 0.093，最终导致京

津冀城市群水—能源—粮食系统的耦合协

调度在2016—2017年呈现下降趋势。

从空间角度看，京津冀城市群 2005—

2018年的耦合度均值较大的城市依次为天

津、承德，分别为 0.882、0.833，处于高

耦合水平；北京、石家庄2005—2018年的

耦合度均值均介于0.5~0.8之间，处于磨合

阶段；邢台、廊坊、衡水2005—2018年耦

合度均值均小于0.3，处于低耦合水平；其

表2 2005—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

Table 2 Changes of land use typ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5 to 2018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2005面积/km2

2010面积/km2

2015面积/km2

2018面积/km2

2005年面积占比/%

2018年面积占比/%

2005—2018年变化量/km2

2005—2010年动态度/%

2010—2015年动态度/%

2015—2018年动态度/%

耕地

108266.43

104009.47

102507.66

97808.22

50.23

45.38

-10458.22

-0.79

-0.29

-1.53

林地

44661.40

44988.36

44856.23

45651.96

20.72

21.18

990.56

0.15

-0.06

0.59

草地

35092.32

34031.82

33803.31

33683.30

16.28

15.63

-1409.03

-0.60

-0.13

-0.12

水域

6176.49

5465.68

5489.71

5573.80

2.87

2.59

-602.68

-2.30

0.09

0.51

建设用地

19324.16

25766.92

27597.75

31240.30

8.97

14.49

11916.14

6.67

1.42

4.40

未利用地

2024.46

1283.28

1281.34

1578.16

0.94

0.73

-446.30

-7.32

-0.03

7.72

图3 2005—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水—能源

—粮食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

Fig. 3 Development trend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water-energy-food system in Beijing-

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5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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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城市 2005—2018年的耦合度均值介于 0.3~0.5之间，处于拮抗阶段。2005—2018年京

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分为三类：（1）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北京、天津、邯

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衡水；（2）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唐山、秦皇

岛、张家口；（3）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石家庄、承德。

京津冀城市群2005—2009年的耦合度均值较大的城市依次为天津、石家庄，值分别

为 0.942、0.855，处于高耦合水平；北京、承德 2005—2009年的耦合度均值均处于 0.5~

0.8之间，处于磨合阶段；邢台、沧州、廊坊、衡水等四个城市 2005—2009年的耦合度

均值均小于 0.3，处于低耦合水平；其他城市 2005—2009年的耦合度均值均介于 0.3~0.5

之间，处于拮抗阶段。2005—2009年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分为两类：（1）处于严重

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北京、天津、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沧州、廊坊、衡水；

（2）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石家庄、唐山、秦皇岛、承德。

京津冀城市群 2010—2014年的耦合度均值较大的城市依次为承德、天津，分别为

0.97、0.828，处于高耦合水平；石家庄2010—2014年的耦合度均值介于0.5~0.8之间，处

于磨合阶段；邢台、廊坊、衡水 2010—2014年的耦合度均值均小于 0.3，处于低耦合水

平；其他城市 2010—2014年的耦合度均值均介于 0.3~0.5之间，处于拮抗阶段。2010—

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分为三类：（1）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北京、

天津、唐山、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衡水；（2）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具体城

市为秦皇岛、张家口；（3）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石家庄、承德。

京津冀城市群2015—2018年的耦合度均值较大的城市为天津（0.875），处于高耦合

水平；石家庄、秦皇岛、邯郸、承德、沧州、廊坊等6个城市2015—2018年的耦合度均

值均介于0.5~0.8之间，处于磨合阶段；其他城市2015—2018年的耦合度均值均介于0.3~

0.5之间，处于拮抗阶段。2015—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分类三类：（1）处于严

表3 京津冀城市群水—能源—粮食系统不同时间段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均值

Table 3 Averag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water-energy-food system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时间段/年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唐山

秦皇岛

邯郸

邢台

保定

张家口

承德

沧州

廊坊

衡水

耦合度

2005—2009

0.594

0.942

0.855

0.417

0.450

0.387

0.220

0.310

0.344

0.788

0.286

0.195

0.249

2010—2014

0.480

0.828

0.731

0.372

0.479

0.449

0.197

0.406

0.441

0.970

0.375

0.184

0.222

2015—2018

0.421

0.875

0.785

0.418

0.505

0.552

0.366

0.480

0.409

0.718

0.720

0.510

0.451

2005—2018

0.504

0.882

0.791

0.401

0.476

0.456

0.254

0.393

0.397

0.833

0.442

0.281

0.297

耦合协调度

2005—2009

0.129

0.113

0.285

0.218

0.205

0.191

0.153

0.157

0.169

0.276

0.149

0.178

0.104

2010—2014

0.157

0.126

0.324

0.195

0.234

0.161

0.154

0.179

0.223

0.352

0.158

0.195

0.118

2015—2018

0.140

0.151

0.410

0.234

0.291

0.198

0.157

0.210

0.227

0.288

0.160

0.178

0.148

2005—2018

0.142

0.128

0.335

0.214

0.240

0.182

0.155

0.180

0.205

0.307

0.156

0.184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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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北京、天津、邯郸、邢台、沧州、廊坊、衡水；（2）处于中度

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3）处于濒临失调状态，

具体城市为石家庄。

2.2.2 京津冀城市群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根据式（3） ~式（9），计算京津冀城市群整体2005—2018年水—能源—粮食—土地

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通过图4和表4分析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发展趋势及空

间变化特征。

从时间角度看，2005—2018年京津冀

城市群整体的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

的耦合度值在 0.25~0.55 之间，呈现“增

加—减少—增加”趋势。其中，2005—

2008 年、2010—2018 年耦合度呈增长趋

势，2008—2010年呈现下降趋势。2005—

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水—能源—粮

食—土地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反复波动趋

势，从 2005 年的 0.137 增长至 2018 年的

0.175，增长率为 28.16%，年均增长率为

2.17%。其中，2005—2006年、2007—2009年、2010—2016年、2017—2018年耦合协调

度呈增长趋势，2006—2007 年、2009—2010 年、2016—2017 年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

是：2006—2007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自然增长率增加导致粮食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呈

现较大幅度下降，从 0.066降低至 0.03，减少幅度为 54.55%；2009—2010年京津冀城市

群工业废水排放量从 137806万 t增长到 139063万 t，导致土地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从

2009年的0.031下降至2010年的0.013，进而导致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的耦合协调

图4 2005—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水—能源—

粮食—土地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

Fig. 4 Development trend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water-energy-food-land system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5 to 2018

表4 京津冀城市群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不同时间段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均值

Table 4 Averag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water-energy-food-land system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时间段/年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唐山

秦皇岛

邯郸

邢台

保定

张家口

承德

沧州

廊坊

衡水

耦合度

2005—2009

0.604

0.324

0.571

0.300

0.387

0.254

0.187

0.241

0.181

0.437

0.223

0.157

0.265

2010—2014

0.495

0.394

0.465

0.318

0.418

0.345

0.189

0.317

0.220

0.534

0.404

0.152

0.289

2015—2018

0.489

0.498

0.498

0.360

0.383

0.408

0.378

0.400

0.211

0.464

0.755

0.477

0.542

2005—2018

0.532

0.399

0.512

0.324

0.397

0.330

0.243

0.313

0.203

0.480

0.440

0.247

0.353

耦合协调度

2005—2009

0.125

0.119

0.222

0.175

0.180

0.147

0.135

0.131

0.116

0.196

0.124

0.150

0.102

2010—2014

0.153

0.132

0.245

0.172

0.209

0.133

0.144

0.151

0.149

0.248

0.157

0.168

0.131

2015—2018

0.146

0.156

0.311

0.206

0.240

0.162

0.151

0.182

0.155

0.221

0.165

0.163

0.160

2005—2018

0.141

0.134

0.255

0.183

0.208

0.146

0.143

0.153

0.139

0.222

0.147

0.160

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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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值下降；2016—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水资源总量从262.31亿m3下降至181.14亿m3，导

致水资源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从0.219下降至0.093，进而导致水—能源—粮食—土地

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值下降。

从空间角度看，京津冀城市群 2005—2018年的耦合度均值较大的城市依次为北京、

石家庄，分别为 0.532、0.512，处于磨合阶段；邢台、张家口、廊坊 2005—2018年的耦

合度均值均小于0.3，处于低耦合水平；其他城市2005—2018年的耦合度均值均介于0.3~

0.5之间，处于拮抗阶段。2005—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分为两类：（1）处于严

重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北京、天津、唐山、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沧州、廊

坊、衡水；（2）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石家庄、秦皇岛、承德。不同时间段的

耦合度均值和耦合协调度均值的空间分布具体情况如下：

京津冀城市群2005—2009年的耦合度均值较大的城市依次为北京、石家庄，分别为

0.604、0.571，均处于磨合阶段；天津、秦皇岛、承德 2005—2009年的耦合度均值均介

于0.3~0.5之间，均处于拮抗阶段；其他城市2005—2009年的耦合度均值均小于0.3，处

于低耦合水平。2005—2009年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分为两类：（1）处于严重失调状

态，具体城市为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

州、廊坊、衡水；（2）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石家庄。

京津冀城市群2010—2014年的耦合度均值较大的城市为承德（0.534），处于磨合阶

段；邢台、张家口、廊坊、衡水 2010—2014年的耦合度均值均小于 0.3，处于低耦合水

平；其他城市 2010—2014年的耦合度均值均介于 0.3~0.5之间，处于拮抗阶段。2010—

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分为两类：（1）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北京、

天津、唐山、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沧州、廊坊、衡水；（2）处于中度失调状

态，具体城市为石家庄、秦皇岛、承德。

京津冀城市群 2015—2018年的耦合度均值较大的城市依次为沧州、衡水，分别为

0.755、0.542，处于磨合阶段；张家口2015—2018年的耦合度均值为0.211，处于低耦合

水平；其他城市2015—2018年的耦合度均值均介于0.3~0.5之间，处于拮抗阶段。2015—

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分为三类：（1）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北京、

天津、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沧州、廊坊、衡水；（2）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具体

城市为唐山、秦皇岛、承德；（3）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石家庄。

2.2.3 土地纳入水—能源—粮食系统前后变化分析

土地纳入水—能源—粮食系统导致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均有一定

程度的变化。从时间角度看，土地纳入水—能源—粮食系统导致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耦

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值减小，2005 年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别从 0.41、0.165 下降至

0.288、0.137，2018年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别从 0.592、0.195下降至 0.522、0.175。从

空间看，土地纳入水—能源—粮食系统导致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不同时间段的均值发生

如下变化：

耦合类型变化为：（1） 2005—2009 年天津、石家庄的耦合度均值分别从 0.942、

0.855 下降至 0.324、0.571，分别从高耦合水平、高耦合水平变化为拮抗阶段、磨合阶

段；承德的耦合度均值从 0.788 下降至 0.437，从磨合阶段变化为拮抗阶段；邯郸、保

定、张家口的耦合度均值分别从0.387、0.31、0.344下降至0.254、0.241、0.181，均从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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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阶段变化为低耦合水平。（2） 2010—2014 年天津、承德的耦合度均值分别从 0.828、

0.97下降至0.394、0.534，分别从高耦合水平、高耦合水平变化为拮抗阶段、磨合阶段；

石家庄的耦合度均值从0.731下降至0.465，从磨合阶段变化为拮抗阶段；张家口的耦合

度均值从0.441下降至0.22，从拮抗阶段变化为低耦合水平。（3） 2015—2018年石家庄、

秦皇岛、邯郸、承德、廊坊的耦合度均值分别从0.785、0.505、0.552、0.718、0.51下降

至0.498、0.383、0.408、0.464、0.477，均从磨合阶段变化为拮抗阶段；天津的耦合度均

值从0.875下降至0.498，从高耦合水平变化为拮抗阶段；衡水的耦合度均值从0.451增长

为0.542，从拮抗阶段变化为磨合阶段。（4） 2005—2018年天津、承德的耦合度均值分别

从 0.882、0.833下降至 0.399、0.48，均从高耦合水平变化为拮抗阶段；衡水的耦合度均

值从0.297增长到0.353，从低耦合水平变化为拮抗阶段。

耦合协调类型变化为：（1） 2005—2009年唐山、秦皇岛、承德从中度失调变化为严

重失调；（2） 2010—2014年石家庄、承德从轻度失调变化为中度失调，张家口从中度失

调变化为严重失调；（3） 2015—2018年石家庄从濒临失调变化为轻度失调，保定、张家

口从中度失调变化为严重失调；（4） 2005—2018年石家庄、承德均从轻度失调变化为中

度失调，唐山、张家口均从中度失调变化为严重失调。

2.3 土地利用变化对水—能源—粮食子系统的影响

利用式（3） ~式（9）计算京津冀城市群土地—水、土地—能源、土地—粮食系统

2005—2018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值，认为两要素系统中的要素具有同等重要地

位。两要素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如表5所示。同时分别从水资源的利用、生物能源、粮

食单产等角度来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水资源、能源、粮食的影响。

2.3.1 土地利用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为探究土地利用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本文对京津冀城市群进行土地—水资源系统

耦合分析，根据耦合协调模型，获取不同城市土地—水系统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

表5 2005—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与水、能源和粮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均值

Table 5 Mean value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land and water or energy or foo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5 to 2018

城市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唐山

秦皇岛

邯郸

邢台

保定

张家口

承德

沧州

廊坊

衡水

土地—水

耦合度

0.687

0.601

0.512

0.372

0.595

0.274

0.317

0.277

0.166

0.433

0.512

0.273

0.641

耦合协调度

0.177

0.306

0.158

0.191

0.176

0.147

0.207

0.177

0.108

0.131

0.197

0.220

0.229

土地—能源

耦合度

0.856

0.399

0.534

0.496

0.988

0.967

0.931

0.884

0.778

0.397

0.948

0.974

0.609

耦合协调度

0.083

0.240

0.163

0.164

0.098

0.061

0.068

0.086

0.044

0.140

0.104

0.070

0.080

土地—粮食

耦合度

0.839

0.400

0.409

0.970

0.431

0.472

0.903

0.860

0.195

0.363

0.874

0.779

0.833

耦合协调度

0.135

0.242

0.183

0.075

0.214

0.109

0.101

0.087

0.106

0.141

0.105

0.109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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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可知，北京、天津、石家庄、秦皇岛、沧州、衡水处于磨合阶段，唐山、邢

台、承德处于拮抗阶段，邯郸、保定、张家口、廊坊处于低耦合水平。京津冀城市群土

地—水系统处于失调状态。其中，北京、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保定、张家

口、承德、沧州处于严重失调状态，邢台、廊坊、衡水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天津处于轻

度失调状态。分析可知，京津冀城市群水—土资源发展并不平衡。

土地与水资源均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土地影响水资源的分

布和使用效率，水资源是影响土地资源承载力的重要因素，故土地与水资源联系密不可

分。城市化发展，一方面加速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导致大量的农业用水转化为非农业用

水；另一方面导致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张，大量的农田转变为非农业土地利用形态。京

津冀城市群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49.31%迅速增长为2018年的67.48%，2005—2018年京

津冀城市群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11916.14 km2，耕地面积减少 10458.21 km2。农业用水从

2005年的176.5亿m3下降至2018年的135.3亿m3，占用水总量的比例从2005年的68.04%

变化为2018年的54.08%。土地利用变化不仅影响着水资源的分布，同时也对水资源的使

用情况与结构等产生影响。

2.3.2 土地利用变化对能源的影响

从表5可知，北京、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处于高耦合水平，石

家庄、张家口、衡水处于磨合阶段，天津、唐山、承德处于拮抗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土

地—能源系统处于失调状态，其中，北京、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廊

坊、衡水处于极度失调状态，石家庄、唐山、承德、沧州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天津处于

中度失调状态。

土地利用变化对能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建设用地扩张，加速了对能源的消耗。但

近年来节能环保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化石燃料等一系列能源的使

用，生物能源成为近年来的热点。本文主要从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能源的影响来分析土

地与能源的关系。

生物能源发展产生如下影响：一方面，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土地作为生物能源生

产的主要资源投入类型，生物能源发展会占用耕地面积，直接导致林地、草地、农用地

等土地利用类型间以及不同农作物间“竞争”加剧[38]。另一方面，农民土地利用决策。

政府为保护环境、减少碳排放投入大量资金或通过激励机制发展生物能源，导致生物能

源价格上升，相比传统农作物，生物能源给农民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39]。

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用于燃料乙醇生产的主要作物为玉米、甘蔗、甜菜和高粱，用于

生物柴油生产的主要作物有大豆、油菜和棉籽。2005年京津冀城市群燃料乙醇主要作物

种植面积为 2981.29千 hm2，生物柴油主要作物种植面积为 965.09千 hm2，农作物总播种

面积为9602.9千hm2，能源作物种植面积合计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41.1%；2018年燃料

乙醇主要作物种植面积为 3697.45千 hm2，生物柴油主要作物种植面积为 342.61千 hm2，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 8730.19 千 hm2，能源作物种植面积合计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46.28%。燃料乙醇主要作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从2005年

的 31.05%增长为 2018年的 42.35%；生物柴油主要作物的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10.05%下降至2018年的3.92%。主要原因是适合生产燃

料乙醇的作物中，甜菜和高粱的面积逐年下降，玉米的种植面积逐年增长；适合生产生

物柴油的作物中，大豆、油菜籽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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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土地利用变化对粮食的影响

从表5可知，北京、唐山、邢台、保定、沧州、衡水处于高耦合水平，廊坊处于磨

合阶段，天津、石家庄、秦皇岛、邯郸、承德处于拮抗阶段，张家口处于低耦合水平。

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土地—粮食系统处于失调状态，其中，唐山、保定处于极度失调状

态，北京、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处于严重失调状

态，天津、秦皇岛处于中度失调状态。

根据式（2）及土地利用分类数据，计算京津冀城市群 2005年、2010年、2015年、

2018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分别为267.22、271.57、272.57、273.64，高于中国总的土

地利用程度指数为202的开发利用水平，说明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已处于高度开发利用状

态。根据土地利用各类型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可知，京津冀城市群是以耕地型及其复合

型土地覆盖为主，故耕地利用程度的变化对粮食生产起着重要作用。

选取土地利用集约度反映单位土地面积上人类活动的投入，如劳动、技术、资金

等，分析土地利用集约度与粮食单产之间的关系。参考邵晓梅[40]的研究，本文选取粮食

单产与六个因子（包括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机耕面

积、受灾面积）进行相关分析，有三个因子与粮食单产有较高的相关性，分别为农村用

电量、机耕面积、化肥施用量，其中农村用电量与粮食单产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829，

有效灌溉面积、受灾面积与粮食单产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93、-0.594，均与粮食单产呈

负相关，表明土地资源承载能力和土地利用变化均对京津冀城市群粮食单产有重要影响。

总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土地与水、能源、粮食子系统构成的两要素系统的耦合协

调度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当多个两要素系统处于严重失调状态时，水—能源—粮

食—土地系统有以下两种状态：（1）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北京、唐山、邯

郸、张家口、沧州；（2）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石家庄、承德。当多个两要素

系统处于中度失调状态时，对应的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具体

城市为天津。当多个两要素系统处于极度失调状态时，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处于

严重失调状态，具体城市为保定。分析可知，土地与水、能源、粮食子系统构成的两要

素系统间存在叠加或抵消作用，进而影响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间的协调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处于失调状态，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

水、能源、粮食、土地资源间的失调状态会日益加剧，必须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京

津冀城市群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进一步提高。水、能源、粮食、

土地四者协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兼顾，建设用地扩张的同时，确保水资源和粮食安

全，提高水资源和能源使用效率。合理开发水资源与能源，合理分配建设用地、生态用

地与农业用地，基于人地关系协调的视角实现京津冀城市群资源可持续和高质量协调

发展。

3 结论

通过ArcGIS 10.2软件分析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构建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耦合

指标体系，计算出2005—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类型，分析京津冀城市群水、能

源、粮食与土地间的联系及四要素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1）从空间尺度上

看，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用地由中心向四周扩散，主要是由北京市向四周辐射扩散。从京

595



37卷自 然 资 源 学 报

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格局来看，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呈现较为明显的减少和增长趋

势。（2）从时间角度看，将土地纳入水—能源—粮食系统导致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耦合

度和耦合协调度值减小；从空间角度看，京津冀城市群大多数城市2005—2018年的耦合

度及耦合协调度均值均减小。（3）京津冀城市群土地与水、能源、粮食子系统构成的两

要素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处于失调状态。当多个两要素系统处于严重失调状态时，水—

能源—粮食—土地系统处于严重失调或中度失调状态；当多个两要素系统处于中度失调

状态时，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会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当多个两要素系统处于极度

失调状态时，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处于严重失调状态。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合理规划土地利用方式，在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保护耕地，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将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重心从北京、天津、保定、廊坊等核心功能区转移到其他

城市，有效缓解建设用地与耕地的“竞争”局势。

（2）促进土地与水—能源—粮食系统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京津冀城市群资源优

势。京津冀城市群应根据自身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合理分配产业布局，加强水、能源、

粮食、土地等资源的综合治理，以提高水—能源—粮食—土地的协调发展能力。

（3）促进土地与水—能源—粮食系统整体及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提高土地资源利用

效率和质量。对于土地资源紧缺城市，鼓励发展第三产业、使用清洁能源，对高耗水、

高耗能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引进耐旱、高产作物，减少对水、能源、土地等资源的消

耗。对于土地资源丰富、人口稀疏的城市，应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加快产业结构升

级、引进外来人才和先进技术，提升经济发展的总体竞争力。同时要加大环境保护与污

染治理的力度，提倡节能减排、节水，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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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egional water-energy-food system:

A case stud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WANG Yong, SUN Rui-xin
(School of Statist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land factor is introduced into the water-energy-food system,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ter-energy-food-land system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4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On the spatial scale, the construction land of the study area

diffuses from the center to the periphery. In terms of land use patter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showed a relatively obvious

decline and growth trend, respectively. (2) The integration of land into the water-energy-food

system reduces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scheduling of water-energy-food systems in most

cities of this urban agglomeration. (3)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land and water- energy- food

subsystem will be superimposed or offset, which will affec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water-

energy- food- land system. The research enlightenme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consider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water, energy and grain,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should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land on the whole and internal subsystems of

the water-energy-food system, allocate resources reasonably an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layout

according to the city's own resource advantages, so 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land use; coupling coordination; water-energy-food system;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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